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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国际化决策中的制度效应：入驻开发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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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开发区为分析单元，考察了局部制度环境的优化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影

响。实证结果表明：开发区将对企业国际化产生积极的制度同构与外部赋能效应，与非开发区

企业相比，入驻开发区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国际化战略。在采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

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且这种积极的国际化效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入驻不

同级别、功能与区位的开发区，均能显著提升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动机。进一步分析发现，开发区

国际化效应的发挥受到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影响，随着地方政策支持力

度的加大与区域嵌入性文化程度的加深，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的积极效应会不断强化。本文的

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国际化理论和制度理论的发展，同时深化了对开发区经济效果与企业国

际化成长动因的解读，为政府借助开发区政策推动实体经济增长、提升企业国际化水平提供理

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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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制度基础观认为，制度将限制嵌入于社会内部的企业行为（North，1990），并对组织战略决

策产生重要影响（Van Essen等，2012）。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化经营日益

扩张，这种快速扩张不仅源自母国经济的发展和自由市场政策的实施，还源自新兴经济体国家

的制度环境。在塑造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扩张行为和发展轨迹方面，母国的制度因素发挥着重

要作用（Angulo-Ruiz等，2019）。但在经济转型时期，企业面对的外部制度环境存在产权保护力

度缺失、契约执行效率偏低等问题，因而有学者认为，制度约束强化了企业逃离本土开展国际

化经营的动机，并提出国际化是母国制度缺失状态下企业的“制度逃离”（ inst i tut ional
escapism）行为，是企业应对制度约束所产生的规避性被动国际化过程（李新春和肖宵，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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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学者提出母国制度可以通过税收激励和融资便利等政策支持推进企业的全球扩张

（Luo等，2010），并认为政府政策是驱动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主要制度变量。可见，企业国际

化究竟是对母国制度环境的主动响应还是被动逃离，学术界尚无定论。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对

母国制度环境在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培育新兴市场增长方面作用的认识仍旧不足（魏江等，

2020），本文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有研究对制度环境的衡量在文献中尚未得到系统的

考察，缺乏对制度环境的多层次、多维度刻画。

根据Greenwood等（2011）的制度复杂观，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需要面临来自不同层面的多

重制度逻辑，这些逻辑从不同的角度为组织在社会情境中的行动提供指导，组织则通过遵从复

杂的制度逻辑来获取合法性与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制度环

境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大范围的变迁，企业战略响应和战略决策的制度环境极其复

杂（Luo等，2019），制度逻辑不仅存在多向性、异质性、不稳定性与模糊性，还包括多层次、多维

度的特征，制度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国家宏观层面的总体制度环境，还包括相对微观层面的局

部制度环境（黄玖立等，2013；Schminke和Biesebroeck，2013）。
开发区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局部增量制度安排，这种模式破除了对传统制度的路径

依赖，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与政策安排实现了区域经济与国际化的快速增长（Usman，
2020）。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中制度创新的典型案例，开发区为区内企业提供了更高的契约执行

效率和更完备的商业规则等（Cheng，2019），入驻企业凭借开发区的局部制度优势享受着“一
揽子”政策优惠和便利条件，并以此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在经济转型时期，企业的国际化决策实

际上是对制度建设的一种响应，当企业所面临的外部宏观制度环境变得“虚弱”和“无效”时，他

们会通过寻求替代性局部制度来获取外部资源。基于此，本文拟从开发区的视角探讨局部制度

环境的优化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效应，不仅拓展了制度环境的研究维度，也是对制度复杂理论

的一个重要补充。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开发区局部制度环境的优化对区内企业国际化决策

的影响效应，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企业国际化行为是对局部制度环境优化的理性反应，

相比于非开发区企业，入驻开发区所产生的制度同构力量与赋能效应使得区内企业更倾向于

开展国际化经营。第二，开发区积极的国际化效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入驻不同级别、功能、区

位的开发区均能显著提升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发生概率。第三，开发区国际化效应的发挥将受到

区域政策支持力度等正式制度因素与区域嵌入性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的调节作用，即随着

地方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与区域嵌入性文化程度的加深，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的积极效应不

断增强。本文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开发区经济效果的制度解读，也为政府借助开发区政策推动

企业与区域经济国际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开发区：企业国际化的局部制度载体

1. 制度同构的视角

根据种群生态学理论，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生物群体会采取相似的生存手段应对外部

环境压力，且这种生物群体的趋同现象也适用于企业组织，并被学者们称为“同构”过程

（isomorphism）（DiMaggio和Powell，1983）。组织向环境同构的力量主要有“竞争”与“制度”两
类，但“竞争”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完全解释组织的同构行为，来自“制度”层面的作用力才是形

成组织同构的主要原因。根据DiMaggio和Powell（1983）的研究，制度环境的同构力量有三种，

即模仿同构、强制同构和规范同构。下文将从这三个方面论述开发区制度同构力量对企业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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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决策的影响。

（1）强制同构。强制同构主要源自企业所依赖的其他组织以及社会文化期望对其所施加的

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压力。这种强制同构将以组织所感知到的压力、说服或者共情等形式存在。

在某些情况下，组织的决策与变革是对政府命令的直接反应，尽管有些变革可能是浮于表面的

形式主义，但却对组织合法性的获取与内部权力关系的构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Hossfeld，
2018）。中国的开发区是城市中的“经济特区”，主要设立目标是帮助国内经济融入全球市场，政

策基础包括为出口型企业的免税进口提供便利，给予外国跨国公司宽松的准入规定等，因此被

贴上了“优惠”政策的标签。然而，开发区企业在享受制度红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制度责

任，为了进一步获取并维持在开发区内的组织合法性，企业必须迎合开发区所设立的目标，通

过调整组织战略决策方向反映其行为模式符合现行制度规范的特征。在开发区局部制度环境

的压力下，区内企业将明显感知到当局对其国际化行为的期望，这种外在的政治权威迫使其朝

着政府所倡导的国际化方向制定战略，制度压力使企业战略与开发区目标强制同构，进而提高

了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发生概率。

（2）模仿同构。国际化是一种不确定性较高的商业行为，这种不确定性使正确战略的选择

变得模糊（Haveman，1993）。根据制度理论，当企业面临市场不确定性时会复制其他同类或者

成功企业的组织形态与行为方式，通过“模仿同构”达成场域内企业行为的一致性。开发区企业

同处于相似的制度环境，为了获取组织合法性，他们在竞争过程中倾向于采取遵循与顺从策略

来减少生存压力。由于模仿行为更多地出现在地理距离相邻近的企业之间（Staber，2010），企
业的市场战略更可能在同一场域中被模仿，因此，随着开发区中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向国际市

场，企业会选择效仿合法或成功的领域内相似组织，并通过模仿已有企业的国际化行为获取在

开发区生存的正当性（陈立敏等，2016）。这种“传染效应”使国际化新潮思想不断地在开发区内

扩散，区内国际化企业数量的增加给其他企业带来了模拟压力，这些压力将进一步提升企业国

际化经营的发生概率，进而产生循环效应。

（3）规范同构。规范同构的主要来源是专业化，作为企业员工定义其工作条件与方法的集

体模式，专业化是构建员工自治模式的认知基础与合法性基础。因此，规范同构强调组织互动

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标准，并成为组织及组织成员间的认知基础（DiMaggio和
Powell，1983）。企业高管是国际化战略的重要决定者，虽然组织间的管理人员各不相同，但教

育体系与专业知识体系的统一使得不同企业的管理者接受相同的训练，相似的教育背景导致

高管之间的行为模式也存在很大的相似性，比如做出类似的国际化战略决策。规范同构的另一

个重要机制是对个体的过滤形式，在开发区情境下，入驻企业更倾向于从开发区同一行业的

“劳动蓄水池”雇佣员工，或通过小范围内的培训机构快速通道招聘员工，或通过最常见的晋升

渠道筛选企业高管，这种用人过滤机制限制了企业员工的多元化。相同环境下的管理人员与基

层员工拥有共同的思维模式，这使得区内不同企业的员工具有相似的工作方式、价值观念与行

为准则，进而做出类似的战略决策。这种机制使开发区成为一个可以互换的个体集合，不同个

体在多个组织中占据相似的职位，具有相似的性格导向（Perrow，1974），他们以相似的眼光看

待问题，将相同的政策、程序和结构视为规范批准和合法，并以相同的方式处理决策。因此，当

企业面临国际化强制同构压力与模仿同构压力时，规范同构将进一步强化国际化行为的发生

概率。

2. 制度赋能的视角

开发区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不仅是在强制同构、模仿同构和规范同构压力下的“被动”行为，

还是制度赋能效应下企业充分利用开发区制度优势的“主动”战略，开发区局部制度环境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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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将显著提高开发区企业的国际化积极性。

首先，开发区的体制创新有助于提高企业国际化的主动性。企业所在区域的契约执行效率

和产权保护机制是影响其国际化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而开发区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与政

策安排实现了区域经济与国际化的快速增长（Usman，2020），这种体制创新不仅有助于降低区

内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经营效率，而且为企业国际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局部制度环境。在开

发区相对完善的制度环境下，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摩擦成本启动国际化战略，并借助这种制度变

迁优势改善经营效率，进而有效激发了企业谋求国际化发展的动力。

其次，开发区的政策优惠提升了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积极性。为了促进开发区目标行业

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会给予开发区企业包括土地、财税、金融、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优惠政

策。在财税政策方面，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可申请中央财政贴息以及各类税收减免政策，入驻

开发区的企业可以享受免税期或降低税率，出口企业可以在中间投入物和机械产品进口方面

免征进口关税，并自动获得出口许可证。入驻开发区还享有更多的金融政策支持，包括国家政

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获取直接融资便利（李

力行和申广军，2015）。这些政策优惠有效缓解了制约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资源匮乏与财务约束

问题（Kontinen和Ojala，2010），“政策租金”增加了区内企业的内部资源存量与外部资源获取能

力，进而强化了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动机。

最后，开发区特有的网络所产生的创新效应也是企业国际化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开发区

共同的区位为企业提供一种独特的网络链接，这种网络是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催化剂。创

新不仅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最主要途径，也是推动企业国际化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创新产

生的专利优势有助于企业在海外立足和发展，并获取由此产生的独占性租金（Cooke和
Morgan，1998）。开发区内的产业集群，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群集，将为区内企业带来粘性知识

溢出效应，使其更容易获取创新资源，进而促进了区内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与非开发区企业相比，入驻开发区的企业更倾向于开展国际化经营。

（二）宏观制度因素的调节机制：区域政策支持与嵌入性文化

基于制度理论，局部制度的演进必然以整体制度作为行为环境，因此，入驻开发区所产生

的国际化效应也将嵌套于更高层次的宏观制度框架之中。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

个层面：正式制度通过法律、法规、政策和其他书面规定约束个体与组织的行为（North，1990）；
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行为规范、准则，以及习俗文化等（Fuentelsaz等，2019），通常能够反映社

会构建的现实，并塑造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凝聚力和协调性（Zhang，2020）。
1. 正式制度：区域政策支持力度的调节效应

区域政策支持是一种政府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正式制度环境。对于新

兴经济体而言，政府不仅影响到企业外部资源和内部能力的整合效果，同时会对微观企业国际

竞争优势的形成产生重要作用（钟筱彤等，2019）。区域政策支持是企业国际化的重要保障，政

府通过推进简政放权等改革措施加大对企业国际运营的扶持，将有效激励经营主体的国际化

动机。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地方政府对于国际化的支持力度与政策措施不尽相同，而开发区

因嵌入于所在区域特定的政策框架之内，其对企业国际化的激励效应也将受到区域政策支持

力度的影响。

如果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较大，则会通过诸如放宽市场投资准入、改革外商投资管理

体制、构建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支持性行为刺激企业国际化。政府会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充

分挖掘区域国际化发展的结构性优势，为国际化企业提供更多政策优惠与资源支持。开发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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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势必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比如将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向开发

区倾斜、支持开发区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组织开发区企业上市融资、发债融资等。这种区域政策

支持不仅有助于缓解开发区企业融资约束，增加资源存量，而且有助于增强企业的盈亏平衡能

力，进而提高了开发区企业通过国际化形式进行再投资的经济动机（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
同时，地方政府对国际化的支持力度越大，企业越能感知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态度，这种积极的

国际化信号增强了企业国际化的心理动机。经济动机与心理动机并驾齐驱，进一步强化了入驻

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提升效应。

相反，如果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较小，则尽管入驻开发区的制度同构效应与赋能效应

提高了企业开展国际化的意愿，但这种积极的国际化提升效应将被地方政府的“消极”不支持

态度弱化甚至抵消。开发区企业不仅难以得到地方政府经济上的帮助，在心理层面也无法感知

地方政府的支持，进而弱化了其开展国际化经营的积极性。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相较于那些政策支持力度较小的区域，入驻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提升效应

在政策支持力度较大的区域更为明显。

2. 非正式制度：区域嵌入性文化的调节效应

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转型时期的正式制度并不完善且无法充分发挥效应，此时，传统的

文化、价值观以及行为准则等非正式制度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规范（Park和Luo，2001），并
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要约束。开发区通过制度替代效应缓解了区内企业所面临的制度

缺失问题，同时通过制度同构与制度赋能强化了区内企业的国际化动机，但这种开发区效应将

受到区域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影响。以区域的嵌入性文化为例，地区所特有的文化背景是培育开

发区优势的必备条件。

在嵌入性文化较强的区域，企业更容易嵌入于开发区所构建的社会网络，能和谐地融入区

内所形成的集群环境，进而助力企业更为高效地利用开发区的社会网络效应和知识传播效应。

一方面，缺乏国际经营相关知识是企业涉足国际市场初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Barkema等，

1996），较高的嵌入性水平使开发区企业更容易通过外部网络的关系性嵌入获取知识租金，进

而强化了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较高的嵌入性提高了开发区内知识员工

之间的信任关系，这种坚强的信任基础增加了开发区企业之间提供与吸收粘性知识的可能性，

有力提高了区内知识传播的效率，进而凸显了入驻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积极效应。同

时，位于嵌入性文化较强地区的企业更容易融入开发区主管机构等政府网络，通过与政府部门

的紧密沟通更能把握当局对企业国际化行为的期望，进而感知到制度层面的同构压力。较强的

嵌入性文化还有助于企业感知到区内其他企业的国际化行为，进而提高了其通过模仿同构开

展国际化战略的可能性。

而在嵌入性文化较弱的区域，企业多秉承“我行我素”的行为准则，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企业

多处于孤立状态，尽管入驻于开发区却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集聚效应，而是处于一种浮于表

面的“形聚神不聚”状态。因此，虽然开发区具有许多有利于国际化的制度优势，但企业难以实

现与开发区制度优势的真正契合，也无法捕捉到开发区制度优势所带来的额外红利与同构力

量，进而削弱了入驻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促进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相较于那些嵌入性文化程度较低的区域，入驻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提升效

应在嵌入性文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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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具有多样性，企业国际化的数据主要通过Python软件从上市公司年度报

告中获得，并通过巨潮、新浪等财经网站进行了补充。企业是否入驻开发区的数据主要源于企

业地址信息，其他开发区信息主要通过《中国开发区年鉴》《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
版）》、中国开发网以及百度地图数据服务进行补充。其他变量主要通过国泰安数据库、

WIND数据库进行搜集整理。根据分析目标，本文删除了以下不适合进行研究的样本：（1）注册

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和百慕大群岛的企业，这三大离岸注册地，其主要作用是避税，

以及使企业能够在第三国运营时获得融资便利等投资优惠。（2）数据大量缺失并且无法获得和

进行补充数据的企业样本。本文最后得到1 777家上市公司2005—2015年间共10 770个非平衡

面板数据。研究样本主要涉及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其中制造业样

本占比最大（66.17%）。就区位而言，大部分样本集中在华东地区（41.79%），其次是华南地区

（17.79%）和华北地区（13.32%）。

（二）变量定义

1. 自变量。入驻开发区（Zone）。本文借鉴向宽虎和陆铭（2015）的方法，若企业地址信息的

文本字段有代表开发区的特定字样，则将该企业界定为入驻开发区企业；否则为非开发区企

业。为了排除企业因为搬迁而进行资产重组的影响，本文借鉴李贲和吴利华（2018）的做法，保

留那些近三年内注册地址没有发生实质性变更的企业样本。

2. 因变量。国际化决策（Int）。国际化可分为内向型国际化与外向型国际化，出口与对外直

接投资是最为典型的外向型国际化模式，进口与吸引外资则是最常见的内向型国际化模式。以

往关于开发区企业国际化的研究并未涵盖完全意义上的国际化决策内容。鉴于此，本文拟通过

文本分析法构建一个包括不同维度、不同模式的国际化决策概念。具体步骤如下：（1）通过梳理

前期经典国际化文献，分别从“贸易”与“投资”两个维度出发，基于不同的国际化方向提取代表

企业内向型国际化与外向型国际化的相关词汇近83个。（2）为避免国际化关键词汇筛选的主观

性，对国际化关键词初步结果进行交叉验证，对词汇进行进一步筛检和补充。（3）将修订后的国

际化词集发至2位国际化学术和业界专家进行审验和反馈，验证所选关键词的有效性与全面

性，最终确定67个有效国际化关键词（篇幅限制未列式）。（4）搜集上市公司历年年报。（5）通过

Python软件对上市公司历年年报与国际化关键词进行匹配，获取企业当期是否具有国际化决

策，若确定企业当期具有国际化决策，则Int赋值为1，否则为0。
3. 调节变量。区域政策支持力度（Policy）。本文所指的区域政策支持力度主要是指当地政

府对国际化的政策支持力度，该变量的测量方法类似于因变量。考虑到政府工作报告可以代表

政府年度工作重心，因此，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国际化态度的积极性或消极性文本描述可以代

表当期政府对国际化的支持力度。基于此，本文通过以下步骤界定区域政策支持力度：（1）利用

因变量的界定结果获取有效的国际化关键词。（2）搜集获取各省历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内

容。（3）借助Python软件对历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与国际化关键词进行匹配，通过计算机提取

该关键词所在上下文的完整句子。（4）通过人工阅读关键词所在句子来判断政府工作报告对该

国际化行为的态度，若文本中出现“支持性”态度词汇（比如“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中的“优
化”；“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中的“促进”），则区域政策支持力度指标取值加1，若该支持性态

度词汇还含有加强性程度副词（比如“大力拓展新兴市场”中的“大力”；“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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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积极”；“着力优化口岸环境”中的“着力”等），则取值再加1；若出现“消极性”态度词汇（比

如“抑制”“放弃”“搁置”“延缓”等），则取值减1，若该消极性态度词汇还含有加强性程度副词，

则取值再减1，最终得到的所有关键词取值之和为某地政府对国际化支持力度的最终取值。取

值越大，说明当地政府对国际化的政策支持力度越大，反之则越小。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

性，本文利用各省市的开放度作为政府对国际化支持力度的替代性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借

鉴陈伟光等（2020）的方法，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来测量各省的对外开放度，检验

结果与原指标并无显著差异。

区域嵌入性文化（Embed）。根据赵向阳等（2015）的研究，中国区域的文化具有多元性，他

们采用Globe文化习俗（不确定性规避、未来导向、权力差距等维度）与施瓦兹文化价值观（平等

性、和谐性、控制性、嵌入性等）对中国的区域文化进行分类。本文主要关注区域嵌入性文化对

开发区国际化效应的调节作用，因而采用施瓦兹文化价值观中的嵌入性指标来衡量区域嵌入

性文化。

4. 控制变量。根据已往研究文献，本文设定了以下控制变量：企业年龄（Firmage）定义为公

司成立至今时间的自然对数；员工人数（Staff）定义为企业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企业规模

（Size）定义为公司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进入模型时取营业总收入（Income）的自然对数；两

权背离程度（Deviation）是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所有权比例除以控制权比例；政治背景

（Politic），本文将董事会成员与高层经营者近3年内在政府部门担任过特定职务的情况界定为

具有政治背景，此时Politic赋值为1，否则为0；独立董事比例（Inddrkt_pct）；两职兼任（Duality），
若CEO同时兼任董事长，则设定为1，否则为0；流动比率（Liquidity），定义为流动资产与流动负

债之比；所在省开发区总数（Zoneamount）；市场丰裕度（Munificence），用过去5年行业销售的平

均增长来衡量；教育背景（Tmtedu）表示高管团队平均受教育年限；可开发冗余（Rslack），借鉴

Alessandri等（2018）的方法，用“一般费用和管理费用占总销售额的比例”来衡量；行业竞争程

度（HHI），本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衡量行业竞争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HHIij=Σ（Xij/ΣXj）2，其

中，Xij为行业j中公司i的主营业务收入，ΣXj为行业j中全部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HHI越小则意

味着相同规模的企业就越多，竞争程度也就越大；地方官员更替（Turn）：借鉴申宇等（2015）的
方法，即若市委书记或市长在1至6月之间离任，则记该地区当期出现官员更替，此时地方官员

更替赋值为l，否则为0；若市委书记或市长在7至12月之间离任，则将该地区下一年的官员更替

变量赋值为1，否则为0。
（三）模型设定

®1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1，本文构建了回归模型（1），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国际化决策（Int），
解释变量为是否入驻开发区（Zone）。预期Zone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即入驻开发区将有助

于提升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决策的可能性。
Int i;t = ®0+ ®1Z onei;t + Ci;t + " (1)

Z one £ Policy
¯2

为了检验假设2，本文构建了回归模型（2），主要考察区域政策支持力度等正式制度因素对

开发区效应的调节作用。预期开发区与区域政策支持力度交互项 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即区域政策支持力度能够强化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促进作用。
Int i;t = ¯0+ ¯1Z onei;t + ¯2Z onei;t £ Policyi;t + Ci;t + " (2)

Z one £ E m bed
°2

为了检验假设3，本文构建了回归模型（3），主要考察区域嵌入性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

开发区效应的调节作用。预期开发区与区域嵌入性文化交互项 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即区域嵌入性文化能够强化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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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i;t = °0+ °1Z onei;t + °2Z onei;t £ E m bedi;t + Ci;t + " (3)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因而下文的模型检验部分主要采用Logit模型进行分

析。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对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进行了多重共

线性诊断，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的最大值为3.39，且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表
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另外，由于本文的解释变量“入驻开发区”是不随时

间变化而变化的虚拟变量，如果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该变量将被差分掉，所以入驻开发区这一核

心变量无法加入固定效应模型，因而本文采用随机效用模型进行估计，同时在模型中控制了年

份虚拟变量，并通过内生性检验进一步论证结果的可靠性。

四、  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企业国际化决策（Int）的均值为0.5994，标准

差为0.4901，表明样本中有59.94%的企业具有国际化行为，样本间的国际化战略存在明显差异

性。入驻开发区（Zone）的均值为0.4532，说明约有45.32%的样本企业入驻开发区。区域政策支

持力度（Policy）的均值为18.2400，标准差为7.9113，区域嵌入性文化（Embed）的均值为4.2184，
标准差为0.0931，说明不同企业所在区域的制度环境具有一定的差异。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代码 变量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nt 国际化决策 10 770 0.5994 0.4901 0.0000 1.0000
Zone 是否入驻开发区 10 770 0.4532 0.4978 0.0000 1.0000
Policy 区域政策支持力度 10 770 18.2400 7.9113 4.0000 39.0000
Embed 区域嵌入性文化 10 770 4.2184 0.0931 4.0400 4.3400
Firmage 企业年龄 10 770 21.1710 5.0887 8.0000 68.0000
Staff 员工人数（log） 10 770 7.1100 1.2829 1.3863 12.1860
Size 企业规模（log） 10 770 21.3398 1.1392 11.3483 27.1389
Income 营业总收入（log） 10 770 20.5561 1.7275 0.0000 25.9991
Deviation 两权背离程度 10 770 0.8118 0.2418 0.0000 1.0000
Politic 政治背景 10 770 0.3763 0.4845 0.0000 1.0000
Inddrkt_pct 独立董事比例 10 770 0.3724 0.0535 0.1111 0.6667
Duality 两职兼任 10 770 0.3285 0.4674 0.0000 1.0000
Liquidity 流动比率 10 770 3.3639 6.1492 0.0000 204.7420
Zoneamount 所在省开发区总数 10 770 110.8680 44.9666 27.0000 174.0000
Munificence 市场丰裕度 10 770 0.4671 4.8430 −0.3596 164.5232
Tmtedu 教育背景 10 770 13.4925 6.1617 0.0000 21.0000
Rslack 可开发冗余 10 770 0.0868 0.1272 0.0000 1.0000
HHI 行业竞争程度 10 770 0.8717 0.1614 0.0000 1.0000
Turn 地方官员更替 10 770 0.3856 0.4868 0.0000 1.0000
 
 

（二）开发区的国际化效应分析

1. 基本模型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表2报告了模型1的检验结果，第（1）（2）列为入驻开发区与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基本模型检

验结果，第（2）列的结果表明，入驻开发区Zone的系数显著为正（beta=0.3999，p<0.01），说明入

驻开发区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国际化战略，即入驻开发区有助于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决策的

发生概率，假设1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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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开发区的国际化效应分析

（1）Int （2）Int （3）Zone （4）Int
Firmage −0.0534*** −0.0513*** −0.0028*** −0.0316***

（0.0045） （0.0045） （0.0006） （0.0027）
Staff 0.2804*** 0.2733*** 0.0175*** 0.1690***

（0.0244） （0.0244） （0.0034） （0.0146）
Size −0.1018*** −0.0851** −0.0164*** −0.0416**

（0.0346） （0.0348） （0.0044） （0.0202）
Income 0.1647*** 0.1632*** −0.0010 0.0857***

（0.0325） （0.0326） （0.0032） （0.0179）
Deviation 0.3123*** 0.3110*** 0.0134 0.1924***

（0.0893） （0.0898） （0.0132） （0.0550）
Politic −0.0457 −0.0478 0.0215*** −0.0295

（0.0437） （0.0439） （0.0064） （0.0267）
Inddrkt_pct 0.1019 0.1073 0.0841 0.0554

（0.3915） （0.3934） （0.0572） （0.2402）
Duality 0.1990*** 0.1918*** −0.0041 0.1170***

（0.0463） （0.0465） （0.0067） （0.0283）
Liquidity 0.0144*** 0.0143*** −0.0003 0.0078***

（0.0041） （0.0040） （0.0005） （0.0021）
Zoneamount 0.0030*** 0.0027*** 0.0012*** 0.0017***

（0.0005） （0.0005） （0.0001） （0.0003）
Munificence 0.0515** 0.0499** −0.0008 0.0288**

（0.0235） （0.0234） （0.0006） （0.0136）
Tmtedu 0.0251*** 0.0241*** 0.0006 0.0150***

（0.0035） （0.0035） （0.0005） （0.0021）
Rslack 0.4063** 0.4048** −0.0463* 0.2234*

（0.1949） （0.1958） （0.0268） （0.1181）
HHI 0.4116*** 0.3583*** 0.0655*** 0.2283***

（0.1264） （0.1272） （0.0189） （0.0770）
Turn −0.0534 −0.0505 −0.0112* −0.0326

（0.0424） （0.0426） （0.0062） （0.0260）
Zone_area 0.0005***

（0.0000）
Zone 0.3999*** 0.2216***

（0.0422） （0.0333）
_cons −3.1071*** −3.5034*** 0.2549*** −2.0815***

（0.5116） （0.5162） （0.0728） （0.3122）
Chi2 1 016.27 1 106.61 1 020.19 938.4750
Pseudo R2 0.0701 0.0763
N 10 770 10 770 10 770 10 770
　　注：***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括号内为标准误。
 
 

然而，考虑到上述模型可能存在变量缺失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因而存在关键变量与扰动项

协方差不为0的情形，从而导致参数的估计有偏和非一致。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是解决内生性

问题的重要方法，本文借鉴余淼杰等（2017）的做法，采用开发区面积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

检验。本文认为，开发区面积是一个相对外生的变量，开发区面积越大，企业入驻开发区的概率

也越大，但是开发区面积与企业国际化决策之间并无直接关系。表2第（3）（4）列为工具变量检

验结果，第（3）列显示开发区面积与企业是否入驻开发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eta=
0.0005，p<0.01），说明工具变量与原模型自变量高度相关，满足工具变量的基本要求。第（4）列
的结果表明，在工具变量检验中，开发区Zone的系数显著为正（beta=0.2216，p<0.01），说明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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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内生性问题后，开发区的国际化效应依旧显著。

2. 稳健性检验

为了更为全面地考察入驻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影响效应，本文采取以下方法进行

稳健性检验：首先，借鉴Alder等（2016）与Schminke和Biesebroeck（2013）的方法，将位于保税

区、综合保税区、自贸区等体量较小的开发区排除后对原模型重新拟合，详见表3第（1）（2）列。

结果表明，当剔除小体量开发区样本后，入驻开发区与企业国际化决策依旧显著正相关（beta=
0.3993，p<0.01），说明入驻开发区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决策。其次，考虑到本文的被

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本文还采用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详见表3第（3）（4）列，结果显示

Zone的系数仍旧显著为正（beta=0.2468，p<0.01），说明更换检验模型后入驻开发区对企业国际

化决策的促进作用依旧成立。
 

表 3    开发区国际化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1）Int （2）Int （3）Int （4）Int
Zone 0.3993*** 0.2468***

（0.0424） （0.0257）
_cons −3.0483*** −3.4467*** −1.8494*** −2.1033***

（0.5133） （0.5179） （0.3091） （0.3117）
Chi2 1 017.58 1 106.88 1 006.41 1 099.15
Pseudo R2 0.0706 0.0768 0.0694 0.0758
N 10 699 10 699 10 770 10 770
　　注：***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括号内为标准误。各模型中均包含控制变量，因篇幅限
制未列示，以下同。
 
 

此外，本文还进一步采用替换因变量测量指标为海外销售额、对外投资决策等国际化指标

验证上述结果的可靠性，同时替换区域政策支持力度测量指标为对外开放度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均与上文并无显著差异（因篇幅限制未列示结果）。

（三）开发区国际化效应的比较分析

自2006年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开发区进行整顿之后，中国目前基本上仅存在国家级和省

级两种级别的开发区。尽管这两种开发区长期处于共存状态，但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相对而

言，省级开发区的质量较差，入驻企业也较少，省级开发区内外所适用的政策无明显差异，优惠

政策受到了各地方政府的控制，不同的省级开发区政策相差甚远。而国家级开发区普遍质量较

好，适用的优惠政策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因而优惠政策大体趋同。另外，省级开发区大多根据

当地优势扶持特定产业，而国家级开发区一般不侧重于某些特定产业（余淼杰等，2017）。总体

而言，国家级开发区的建设映射出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战略，而省级开发区的设立则体现地方

层面的政府意图和政策趋向（向宽虎和陆铭，2015）。基于此，本文将进一步分析入驻国家级开

发区（Zone_state）与入驻省级开发区（Zone_provi）是否会产生差异化的国际化效应。结果见

表4第（1）（2）列。

从行政级别来看，我国的开发区可以分为国家级和省级两个大类，其中国家级开发区又可

分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边境经济合作区以及其他类型的

国家级开发区。虽然不同类型的国家级开发区都享有税收减免、关税减免、土地使用价格降低

等优惠待遇，但各类开发区在主管部门、担负的使命、政策倾向力度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比如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目标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促进出口活动；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目标是培育国

内的高科技产业；保税区是位于沿海港口城市或边境城市的自由贸易区，设立目标是加快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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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速度；出口加工区的作用是从国外进口原材料，通过加工实现出口；边境经济合作区旨在利

用边境城市的地理优势促进与其他国家的贸易（Alder等，2016）。可见不同的开发区类型各有

侧重点，因而有必要对不同类型的国家级开发区进行细化分析。由于本文的研究样本大多位于

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高新技术开发区，其他小体量开发区并不具有代表性，下文将重点比较经济

技术开发区（ETDZ）与高新技术开发区（STIP）的国际化效应。结果见表4第（3）（4）列。
 

表 4    开发区国际化效应的比较分析

（1）Zone_state （2）Zone_provi （3）ETDZ （4）STIP （5）Coastal （6）Inland
Zone 0.2519*** 0.4633*** 0.2284*** 0.1769*** 0.3946*** 0.4817***

（0.0450） （0.0711） （0.0653） （0.0567） （0.0533） （0.0727）
_cons −3.3730*** −3.0566*** −3.1529*** −3.2373*** −0.9400 −6.6476***

（0.5153） （0.5117） （0.5119） （0.5140） （0.6635） （0.8485）
Chi2 1 047.85 1 060.70 1 028.72 1 026.11 747.3559 349.5477
Pseudo R2 0.0723 0.0731 0.0709 0.0708 0.0808 0.0684
N 10 770 10 770 10 770 10 770 7078 3692
 
 

通过对样本的统计分析，本文发现总样本中约有65.72%的企业位于沿海地区，而入驻开

发区样本中约有66.58%位于沿海地区，入驻国家级开发区样本中约有61.5%位于沿海地区，入

驻省级开发区样本中约有77.26%位于沿海地区。考虑到沿海地区具有更开放的外部环境，所

设立的开发区更容易参照国际惯例制定相关法规和管理条例，在契约制度的各个方面均有别

于内陆地区。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入驻沿海地区开发区（Coastal）与入驻内陆地区开发

区（Inland）是否具有差异化的国际化效应。检验结果见表4第（5）（6）列。

表4第（1）列验证了国家级开发区的国际化效应，结果表明入驻国家级开发区对企业国际

化决策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beta=0.2519，p<0.01），说明相对于非开发区企业，入驻国家级开

发区的企业更倾向于从事国际化经营。表4第（2）列用于验证省级开发区的国际化效应，回归系

数显著为正（beta=0.4633，p<0.01），说明入驻省级开发区也将提高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发生概

率。本文认为，尽管省级开发区在等级与质量上无法与国家级开发区相比，但是经过2003—
2006年的开发区清理与整顿后，省级开发区在整体布局与规范性上得到有效提升，因而对企业

国际化决策也能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表4第（3）列是以企业是否入驻经济技术开发区为研究

对象，结果显示入驻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企业国际化决策显著正相关（beta=0.2284，p<0.01），说
明入驻经济技术开发区将提高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发生概率。表4第（4）列则以企业是否入驻高

新技术开发区为研究对象，检验结果显示入驻高新技术开发区与企业国际化决策的相关系数

显著为正（beta=0.1769，p<0.01），说明入驻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企业更倾向于从事国际化经营。

表4第（5）（6）列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入驻沿海开发区还是内陆开发区，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动机

均得到显著提升。

（四）宏观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分析

1. 基本模型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为了检验宏观制度环境对开发区国际化效应的调节作用，本文分析了开发区与区域政策

支持力度以及区域嵌入性文化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表5第（1）（2）列为基本模型检验结果，第（1）
列的结果表明，开发区与区域政策支持力度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beta=0.0091，p<0.1），说明

相对于那些政策支持力度较小的区域，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激励作用在政策支持力度

较大的区域更加强化了，假设2得到验证。第（2）列的结果显示，开发区与区域嵌入性文化的交

互项系数显著为正（beta=1.1899，p<0.01），说明在嵌入性文化较强的区域，开发区对企业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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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决策的正向激励作用显著提

升，假设3得到支持。表5第（3）（4）
列是以开发区面积为工具变量的

内生性检验结果，其中开发区与

区域政策支持力度的交互项系数

显著为正（beta=0.0057，p<0.1），
开发区与区域嵌入性文化的交互

项系数也显著为正（beta=0.9751，
p<0.01），说明随着区域政策支持

力度的加大、区域嵌入性文化的

深入，入驻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

决策的提升效应得到显著强化。

2. 稳健性检验

同样，本文将位于保税区、综

合保税区、自贸区等小体量开发区排除进行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详见表6第（1）
（2）列；本文还使用Probit模型对调节效应做进一步分析，结果详见表6第（3）（4）列。两种稳健性

检验结果均显示，开发区与区域政策支持力度的交互项系数、与区域嵌入性文化的交互项系数

都显著为正，说明宏观制度因素在开发区与企业国际化决策之间的调节效应得到进一步支持。

此外，本文还采用替换区域政策支持力度测量指标为“对外开放度”来验证调节效应的稳健性，

结果与上文并无显著差异（因篇幅限制未列示结果）。

五、  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入驻开发区所产生的局部制度优化对企业国际化

决策的制度同构与外部赋能效应，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开发区将显著提升区内企业开

展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即与非开发区企业相比，入驻开发区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国际化战略。

表 5    宏观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分析

（1）Int （2）Int （3）Int （4）Int
Zone 0.4004*** 0.2946*** 0.2292*** 0.1362**

（0.0423） （0.0582） （0.0333） （0.0540）
Int_fre 0.0047* 0.0030*

（0.0028） （0.0017）
Zone×Int_fre 0.0091* 0.0057*

（0.0054） （0.0033）
Embed 0.4116* 0.2399*

（0.2283） （0.1395）
Zone×Embed 1.1899*** 0.9751***

（0.4507） （0.3487）
_cons −3.5568*** −5.1611*** −2.1210*** −3.0440***

（0.5169） （1.0657） （0.3127） （0.6525）
Chi2 1 112.42 1 117.43 946.5115 970.5638
Pseudo R2 0.0767 0.0771
N 10 770 10 770 10 770 10 770

表 6    宏观制度环境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1）Int （2）Int （3）Int （4）Int
Zone 0.4000*** 0.2943*** 0.2471*** 0.1823***

（0.0425） （0.0585） （0.0257） （0.0354）
Int_fre 0.0049* 0.0030*

（0.0029） （0.0017）
Zone×Int_fre 0.0092* 0.0058*

（0.0054） （0.0033）
Embed 0.4064* 0.2546*

（0.2292） （0.1389）
Zone×Embed 1.1844*** 0.7300***

（0.4530） （0.2732）
_cons −3.5021*** −5.0851*** −2.1360*** −3.1296***

（0.5186） （1.0698） （0.3122） （0.6481）
Chi2 1 112.83 1 117.36 1 105.49 1 110.47
Pseudo R2 0.0772 0.0775 0.0762 0.0766
N 10 770 10 770 10 770 10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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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入驻开发区所产生的国际化效应具有普遍性，从级别上看，无论是入驻国家级开发区还

是省级开发区，均能显著促进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发生概率；从功能上看，无论是入驻经济技术

开发区还是高新技术开发区，均能显著提升企业国际化的积极性；从区位上看，无论是入驻沿

海开发区还是内陆开发区，均能产生稳健的国际化促进效应。第三，局部制度效应的发挥将嵌

入于更高层面的宏观正式制度，开发区的国际化效应也将受到区域政策支持力度的影响，即区

域政策支持力度越大，越能强化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推动作用；局部制度的演进还将以

宏观非正式制度为行为环境，即开发区国际化效应的发挥将受到区域嵌入性文化的影响，在那

些嵌入性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入驻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推动作用显著强化。

（二）理论贡献与研究启示

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首先，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宏观视角讨论开发区对宏观经

济、区域经济的作用机制（比如李力行和申广军，2015；卢飞等，2020），对微观企业层面的影响

机制讨论不够充分（杨婵等，2020）。本文从制度同构与制度赋能两个方面探讨了入驻开发区对

微观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影响，通过对以往基于开发区国际化的表面现象进行抽象，将其收敛到

制度理论的逻辑框架，不仅丰富了国际化与制度理论的相关研究，也是对企业行为理论的有效

补充。其次，以往关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多关注宏观制度因素的影响（比如李新春和肖宵，

2017；郑玮，2020；张唤，2020），较少关注到局部制度环境对企业国际化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

制度复杂观的逻辑，以开发区为例探讨了局部制度环境的优化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并提出企

业国际化并非纯粹的“制度逃离”，而是在局部制度环境刺激下的同构行为与赋能反馈，不仅拓

展了对制度环境的研究维度，也丰富了国际化与制度环境关系的研究范畴。最后，虽然有学者

们关注到开发区制度效应的发挥存在许多制约因素，比如行业特征（李贲和吴利华，2018）、企
业更替（柴泽阳和孔令丞，2020）、产权性质（杨波和李波，2020）、市场竞争（杨波和李波，2020）
等，但是这些情景化研究忽略了对更高层级的制度因素的考察。本文将区域政策支持力度与区

域嵌入性文化等制度因素纳入研究框架，认为开发区局部制度优势的发挥将以高层次的宏观

制度作为行为环境，构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企业国际化模型与递进式制度理论范式，对于推动

企业国际化理论、深化制度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新兴经济体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存在后发劣势、新

创劣势与外来者劣势，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通过制度工作促进企业国际化经营是一种合

理的政治行为与积极的外部赋能，通过设立开发区等制度安排协助企业弥补国际竞争的劣势

和组织缺陷，可以使区内企业更好地与发达经济体中具有丰富国际化经验的同行相竞争，新兴

经济体的政府应该并且能够利用制度支持增强本国经济主体在全球化市场中的竞争性。其次，

地方政府可以适当合理地运用政策手段强化开发区的国际化效应，比如通过财政支持、税收减

免等手段给予国际化企业一定的政策倾斜与支持，提升企业国际化的经济型动机与心理型动

机，这种更高层级的正式制度优化将强化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的推动作用。最后，地区所特有

的文化背景是培育开发区形成的重要条件，比如在嵌入性文化较强的地区，企业通过嵌入于开

发区社会网络获取知识租金与粘性知识来提升国际化动力，有关部门应关注并重视文化氛围

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建设来强化开发区的国际化效应。

（三）未来展望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首先，虽然

开发区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制度优化形式，但是中国开发区的设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试验到

鼓励，到整顿，再到规范，不同时期政府对开发区的支持力度、政策优惠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

会对开发区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延长时间跨度，尽量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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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地考察不同发展阶段的开发区国际化效应。其次，国际化包括多种不同的模式，开发区是

否会对不同的国际化形式产生差异化影响，未来可以就国际研发、对外直接投资等高层次的国

际化模式讨论开发区的局部制度效应，也是对本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最后，开发区包括许多

异质性特征，比如开发区港口距离、开发区产业多元化程度、开发区企业密度等，对这些变量的

深入分析有助于从国际化的便利性、产业互补性、资源竞争性以及知识溢出性等角度细化开发

区国际化效应的研究边界，也是对本研究的一个重要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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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irms in emerging economies are
motivated to implem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increasingly. This rapid expansion is not only due

 

32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3卷第4期）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2-5502.2020.03.008
http://dx.doi.org/10.1007/s10887-016-9131-x
http://dx.doi.org/10.1007/s10887-016-9131-x
http://dx.doi.org/10.1002/gsj.1201
http://dx.doi.org/10.1108/IJoEM-08-2017-0274
http://dx.doi.org/10.1002/(SICI)1097-0266(199602)17:2&amp;lt;151::AID-SMJ799&amp;gt;3.0.CO;2-Z
http://dx.doi.org/10.1016/j.scaman.2017.11.001
http://dx.doi.org/10.1016/j.scaman.2017.11.00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2-5502.2020.03.008
http://dx.doi.org/10.1007/s10887-016-9131-x
http://dx.doi.org/10.1007/s10887-016-9131-x
http://dx.doi.org/10.1002/gsj.1201
http://dx.doi.org/10.1108/IJoEM-08-2017-0274
http://dx.doi.org/10.1002/(SICI)1097-0266(199602)17:2&amp;lt;151::AID-SMJ799&amp;gt;3.0.CO;2-Z
http://dx.doi.org/10.1016/j.scaman.2017.11.001
http://dx.doi.org/10.1016/j.scaman.2017.11.00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2-5502.2020.03.008
http://dx.doi.org/10.1007/s10887-016-9131-x
http://dx.doi.org/10.1007/s10887-016-9131-x
http://dx.doi.org/10.1002/gsj.1201
http://dx.doi.org/10.1108/IJoEM-08-2017-0274
http://dx.doi.org/10.1002/(SICI)1097-0266(199602)17:2&amp;lt;151::AID-SMJ799&amp;gt;3.0.CO;2-Z
http://dx.doi.org/10.1016/j.scaman.2017.11.001
http://dx.doi.org/10.1016/j.scaman.2017.11.00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2-5502.2020.03.008
http://dx.doi.org/10.1007/s10887-016-9131-x
http://dx.doi.org/10.1007/s10887-016-9131-x
http://dx.doi.org/10.1002/gsj.1201
http://dx.doi.org/10.1108/IJoEM-08-2017-0274
http://dx.doi.org/10.1002/(SICI)1097-0266(199602)17:2&amp;lt;151::AID-SMJ799&amp;gt;3.0.CO;2-Z
http://dx.doi.org/10.1016/j.scaman.2017.11.001
http://dx.doi.org/10.1016/j.scaman.2017.11.001


to the development of home economy,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domestic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stitutional factors in home countr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behavior of firms in emerging market.

Accordingly, this paper takes the development zone as an analysis unit, and explores the loc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effect of development zones on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by
using the data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get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ly, settling in development zones will generate a positive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external enabling effect on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behavior. That is, compared with firms outside the
development zone, firms inside the zone are more inclined to implem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The above conclusions still hold after 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o deal with endogeneity and several
robustness tests. Secondly, the positive internationalization effect is universal for different kinds of
development zones. That is, settling in development zones of different levels, functions and locations all
can improve firms’ motivation to carry out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significantly. Thirdly,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effect of development zones will be moderated by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al
factors of higher levels. With the increase of local policy support and the deepening of regional
embeddednes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development zones on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will be
strengthened significantly.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 and implications: Firstly, it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 optimization on micro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institutional enabling. By converging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practice in
development zones to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it not only enriches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 but also effectively complements
BTOF（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Secondly, it puts forward that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not
purely institutional escapism, but the feedback of local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institutional
enabling, which not only expands the research dimension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but also enriches
the research scop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inally, it deepen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conomic effect of development zones and the growth
motivation of micro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behavior.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governments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real economy and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by setting development zone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zones; policy
support; embedde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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